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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在圣俗之间：汶川地震灾区女性宗教信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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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在灾难的特殊 “场域”中，女性宗教心理与宗教行为的变化能够更好地展现宗教的本质
及其与社会的关系。“５．１２”汶川地震灾区女性信教行为变迁表明：中国妇女在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
时，会作出信教的选择，而灾难过后，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又使她们更多地选择游离在宗教提供的神圣
场域和世俗生活的现实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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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

　　纵观人类宗教实践活动的产生与发展，“灾
难”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著名社
会学家克鲁普斯 （Ａ．Ｋｒｅｐｓ）就认为灾难研究
为强调经典社会学家所关怀的基本命题 （如社会
组织的产生及其适应能力以及生存）提供了丰富
的资料①。 “综观宗教与妇女的历史，可以发现
两者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妇女始终是宗教的积极
支持者和虔诚信奉者。”②尽管女性在各大宗教社
团中的地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限制甚至是剥夺和

歧视，但并未妨碍妇女对宗教投入热情，世界宗
教发展史表明自宗教产生特别是宗教发展到神学

宗教阶段，始终无法或缺女性信众的身影。而在
不少人眼里，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
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③。即使中国社会有宗
教，那也是区别于西方的普化宗教，即神佛皆
灵，只要虔诚，有求必应④。在这种实用主义诉
求的驱动下，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总是表现出功
利性的一面，逢庙烧香，遇像磕头，只为能得到
保佑。而自然灾难面前，中国女性所表现出的信
教行为变化更清楚地表达出这种现实导向型的信

仰机制留下的痕迹。

一、灾难爆发期：信仰并行动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发生在四川汶川的里氏８
级特大地震，波及１０省 （市）、４１７县、４６００多
乡镇、近４．８万个村庄，受灾人口４０００多万，
涉及转移安置人口１５００多万，死亡及失踪人数

达８万多，被掩埋和死亡的各种牲畜和其它动物
８００多万头 （只），交通、通讯中断，基础设施
全面毁坏，造成整个灾区直接经济损失８０００多
亿。一时间，江河流断、生命倾覆、苍天闭眼、
大地失聪，整个国家被地球瞬间能量释放造成的
巨大灾难所刺伤⑤。在灾难突然降临的特殊场域
中，害怕、麻木、惊吓和困惑，一时间灾民情绪
强烈。在大自然灾难的强大冲击下，个体甚至群
体是那么渺小，目睹同胞或同伴的死亡、伤残，
丧失亲人、与亲人分离或无法取得联系等，都会
造成对个体身心极大的打压，出现混乱、不安、
恐惧、紧张、惊慌等情绪反应。于是对自然灾难
的恐惧，对已逝亲人的痛惜，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与迷惘等复杂情绪共存成为汶川地震灾后第一时

间内灾区群众的基本群体心理。而在这样的大背
景下，宗教信仰以它特有的完满性、超验性在安
抚心灵、救赎生命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此同时，伴随着各宗教团体对汶川地震灾区群
众提供的包括物质支援和心理支持等各类援助的

日益增多，灾区群众对宗教的依赖程度逐日递
增，灾区信教人数开始上升，其中女性信教人数
的攀升尤为引人注目。据对汶川地震灾区千佛
寺、广莲寺和云溪镇基督教教堂三个调查点的实
地调查，从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到２００８年７月４
日 《国务院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的指导意见》发布，也就是地震发生后的第一个
阶段———救灾期，在此阶段，伴随着救灾活动如



火如荼地开展，大量女性开始加入宗教团体，参
与和从事宗教方面的活动，而其中很多女性皈依
成为正式的教徒，完成了从世俗身份向宗教身份
的转变 （见图１，２），在访谈中有接近８０％的女
性认同加入宗教团体能够积德避难，有７０％的
痛失亲人的女性教徒认为可以在宗教勾画的彼岸

与亲人重逢，而也有不少女性享受着宗教团体在
灾难来临时所提供的一种亲人般的心理抚慰和团

体归属，这就像是在验证着一个千百年来不变的
真理，即灾难在宗教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
键性作用，由于地震强大的破坏力，给亲历灾难
的女性造成了极大的心灵震撼和内心恐惧，在让
她们真切地感受到对死亡无助的同时，也产生了
对逝去亲人的彼岸寄托和心灵哀思，从而萌发了
对 “无限者”的体认，即看到的东西背后存在着
看不见的东西，在自然的背后存在超自然的东
西、在有限的背后或内部存在有超有限即无
限⑥。

图１　震前震后皈依总人数变化情况

图２　女性在新增教徒中分布情况

二、过渡安置期：恢复中的双重选择

《国务院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
作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标志着汶川地震灾区
由救灾期正式过渡到灾后重建阶段。随着大规模
搜救的基本停止和灾难的逐渐远去，政府的工作
重点转向了对灾区的恢复与重建，灾区人们逐渐
步入正常的生产生活。与此相对应，汶川地震灾
区女性对宗教的信仰也从充满激情的状态逐渐趋

于平静，而已经皈依的女性教徒的宗教行为也逐
步转向了较为平淡的日常宗教活动，如反反复复
的念经礼佛、祈祷礼拜等。访谈中不少女性表示
还是很愿意参加社区附近的宗教场所开展的宗教

活动，但有时候因为工作或生活方面的事忙不过
来也会耽搁，而该时期千佛寺、广莲寺和云溪镇
基督教教堂的信众和教徒数量也趋于稳定。如果
说汶川地震爆发时灾区女性因受到自然灾难的直

接影响而选择顿悟式地崇信宗教、甚至做出皈依
宗教的行为，过渡安置期的灾区女性则具有了宗
教提供的神圣场域和世俗生活的双重选择。
一方面，具体的宗教仪式与宗教活动向来是

任何宗教行为的物质载体。地震发生后，灾区增
加了不少与抗震相关的宗教性活动，活动内容和
频率也增长明显。有研究表明，与男性相比，汶
川地震灾区女性在心理方面遭受了更为沉重的打

击，尽管灾难已经发生，但很多女性会强迫性地
在脑海中反复出现地震时的画面、声音、味道等
具体场景，会对地面晃动很敏感、恐惧，害怕独
自呆在较为封闭的空间，更加不愿意提及与地震
有关的话题。但是，通过参加相关的宗教活动，
她们都较好地摆脱了这些负面的心理情绪。所
以，汶川地震灾区女性不但信仰宗教的人数较平
日激增，而且在日常宗教活动与宗教仪式中，她
们更喜欢参加礼拜、祈祷和带有文艺或演出性质
的集体活动，因为活动结束后，她们基本上都会
从主观情绪上得到较大的改观，感到充实而快
乐⑦。于是，通过参加一些宗教仪式和宗教活
动，不但能够得到精神安慰，而且宗教信念也帮
助她们平息甚至消除在地震中所郁积的各种负面

情绪，灾区女性在 “享受”宗教 “圣域”带来的
解脱的同时，也对宗教产生了认同和依赖。
另一方面，随着灾区重建工作的推进，在经

过对现实的考量之后，灾区女性对宗教的依赖和
热情也逐渐减退。地震发生后，对比男性而言，
汶川灾区女性对宗教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宗教情

感和更为积极的宗教行为。通过参与不同的宗教
仪式并从中获得不同的宗教体验，缓解了她们由
于地震而产生的种种不良情绪，在此基础上，她
们形成了以依赖感为核心的宗教情感，甚至有女
性对宗教产生了狂热化的依赖与虔诚。但整体上
看，她们的宗教观念水平较低，其宗教信仰中的
理性成分不够，也就是说，不少信众甚至是部分
新增教徒的信仰行为，并非是出于对宗教所倡导
的理念思想大彻大悟后在追崇无限中所作出的理

性行为。大灾所造成的社会失范和无序毕竟是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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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的，随着灾难的远去和社会秩序的恢复，现实
层面的事务摆在了人们的面前，重拾生活的渴望
使得宗教部分功能很快被替代。大地震爆发时笼
罩在灾区上空的 “悲壮情绪”在盘旋中逐渐消
褪，也逐渐转化为灾区人们对被毁家园的重建决
心和行动的力量，灾区人们从 “地震诗歌”和国
家哀悼日中坚强重生。与此同时，国家关于灾区
重建的相关制度和政策相继出台并实施，灾区人
们投入了重建的伟大工程中。尽管宗教带给灾区
女性的心灵抚慰功能并未消失，但世俗生活逐步
将她们从彼岸拉回了现实，灾区女性选择了在圣
俗之间找到能让自己最舒适的平衡点。

三、后地震时代：社会重构中游离

这里的重构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解读：一是
灾区客观环境的重新构建，如基础设施重建；二
是灾区人们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新整合、构建与调
适。尽管２０１２年２月，伴随着四川省人民政府
宣布汶川特大地震四川灾区恢复重建工作胜利完

成，汶川地震灾区进入了建成期，但多数人更倾
向于认为灾区重建将会持续更长的时期———也就
是有人提出的后地震时代，其中比基础设施建设
更重要的是灾区人们社会格局和社会关系的重

建。
在摧毁了灾区人们赖以生存的建筑物、造成

人员伤亡的同时，地震还造成了对灾区人们社会
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强烈冲击与破坏。家庭、邻
里、小区、社区、单位同事等社会关系网络不再
健全；很多群众经历了多次转移安置，不但离开
了自己熟悉的生活场所，原有的群体关系、乡村
自治组织和社区功能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总之，
灾难发生前灾区人们的原有社会格局和社会关系

几乎被彻底打破，个人发展遭遇不同程度中断，
社会旧有运行机制被打乱，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
常生活。于是，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成为灾区重
建的重中之重。
而与女性在地震爆发时选择信仰和皈依宗

教、在过渡安置期拥有神圣与世俗两种选择不
同，后地震时代灾区女性对宗教采取了若即若
离、游离不定的态度。随着灾后重建工作的进一
步推进，灾区女性与宗教之间距离的保持呈现出
一些新的特征：首先，女性信教人数增长率骤
降。尽管 “后地震时代”女性信教人数还在不断
增加，但已经由先前的 “井喷式”变为了 “细水
长流”。其次，宗教活动现实主义色彩激增。重

建完成后，地震灾区女性对参加宗教仪式、活动
的热情明显下降，甚至已经皈依的女性教徒的宗
教趣味也从日常宗教活动转向节日化、世俗化的
庆祝活动。最后，女性信教群体分化为 “核心群
体”与 “外围群体”。随着后地震时代的到来，
灾区女性对于自身与宗教之间关系的保持出现了

分化：部分女性继续保持了与宗教组织较为密切
的联系，按时参加日常宗教仪式与宗教活动；也
有部分女性与宗教组织的关系变得较地震发生时

松散得多，非但不能按时参与日常宗教仪式和宗
教活动，而且在个别宗教活动场所也只看重自身
的感受、以满足自身社会性需求为主，她们与宗
教组织之间呈现出一种 “若即若离”、 “脱而不
离”的微妙关系，反应在群体行为上，则出现了
相对于宗教而言的 “核心群体 “与 “外围群体”。

四、宗教：灾难面前社会整合
的临时功能性替代品

　　尽管信仰宗教在大地震爆发的第一时间为灾
区女性提供了神圣的情感寄托场域，但大部分女
性从头到尾均对宗教持功利主义的态度倾向。由
灾难爆发时选择信仰甚至皈依宗教，到灾后过渡
安置重建期间在宗教神圣场域和世俗生活之间选

择，再到后地震时代对宗教热情的消褪，灾区女
性借助神灵的力量完成了自我的重塑。
但灾区女性对宗教态度的前后变化不应该被

视为 “另类”，这符合中国人对宗教的总体取向，
因为在社会学家杜尔凯姆看来，客观社会存在才
是宗教产生的根源，宗教所崇拜的真正对象也只
能是社会现实本身⑧。汶川特大地震给灾区人们
特别是女性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家园被毁，亲
人离散甚至刹那间阴阳相隔。面对灾难带来的死
亡伤害和旧有的社会格局、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遭遇不同程度的破坏，灾区女性可谓身心疲惫。
而宗教的适时出现抚慰了她们受伤的灵魂，填补
了她们虚惘无助的内心，宗教发挥了重要的心理
抚慰和调适功能，一时间宗教成为灾区很多女性
应对灾难危机的重要必需品。实际上，灾区女性
在宗教中寻求的并非超验的、抽象的教理教义或
者严谨刻板的宗教生活，所谓的宗教情感，只不
过是对受到自然灾难重创的社会格局、社会结构
和社会关系的一种无意识的缅怀与追求的心理折

射而已。
首先，宗教实现了对灾区女性实践个体的

“重塑”。在社会学家帕森斯著名的社会结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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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ＩＬ模式中，“整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居于核心
地位，是社会系统为防止出现相互冲突与失范的
现象而对内部不同的社会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进行协调、调整和控制，以保证社会的良性运
行。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让灾区人民的社会生
活顷刻间遭受重创，原有的社会格局、社会关系
土崩瓦解，也让灾区社会成员心理上处于无序状
态，内心充斥着失落、恐惧、焦躁与不安，灾区
社会处于失范状态。由于在地震中的特殊经历，
不少灾区女性个体产生了严重的认知偏差和心理

焦虑、既有社会关系损毁诱发的社会角色的失败
现象，此时宗教的适应出现，不但抚慰了她们的
恐慌心理，通过参加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结识
其他的教众，她们又重新发展了自我认识与自我
定义，社会和自我价值也这一过程中重新得到了
肯定，宗教在灾后第一时间实现了对灾区女性个
体的 “拯救”，帮助她们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轨
道。
其次，宗教随着灾区社会生活的回归而退潮，

灾区女性徘徊在圣俗之间。地震灾区在经历了最
初的痛苦和艰巨的重建之后，已经走出了当初的
阴影，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重新
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灾区社会从整体实现了真正
意义上的 “回归”。社会理性选择理论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认为，人以理性的行动来满足自
己的偏好，并使其效用最大化⑨。随着灾区社会
生活的整体回归，灾区女性也开始了在真实的社
会建构中按照既有的模式进行生产实践和社会实

践，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个人，如果想在天国这
一幻想的现实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
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
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他自身的映
像，只去寻找非人了。”⑩ 至此，宗教的 “救赎”
结束，神圣生活转化为了世俗生活。
最后，世俗取代灵性，灾区女性的宗教性需

求消失，故而保持了与宗教若即若离的关系。随
着灾难的远去和灾区重建的完成，对于灾区女性
而言，宗教的 “拯救”和灵性功能逐渐消褪，深
刻但枯燥的宗教理论也不是她们参加宗教活动的

主要原因，她们需求的是热闹非凡、能满足她们
更多社会交往与情感补偿需要的大众宗教仪式。
正如迪尔凯姆所言： “宗教是一种与神圣事物
（即被分离出来的带禁忌性的事物）有关的信仰
与实践的统一体”，“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之中，
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对于后地震时代的

灾区女性而言，现实生活比彼岸世界有更强的吸
引力，宗教成为了灾难面前社会整合的临时功能
性替代品。

五、余　论

从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汶川大地震爆发到
２０１２年２月灾后重建工作的完成，汶川地震灾
区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历史性巨变。由救灾期大量
女性开始加入宗教团体甚至皈依成为正式的教

徒，到灾后恢复重建期徘徊在神圣与现实之间，
再到后地震时代日益分化为与宗教组织保持密切

联系的核心群体和与宗教组织日渐疏离的外围群

体。在此期间，灾区女性信教行为也随着灾区客
观环境变化而变迁。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既有
基于地震带来的普遍性因素，也有基于女性心理
与社会特征而带来的特殊性因素，但反映出中国
人对待宗教的一贯态度和主张。无论从哪一个角
度看，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与其说宗教在自然
灾难下实现了对个体与群体的救赎，不如说个人
与群体借助神灵的力量完成了自我的重塑。在现
有的社会条件下，宗教依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而只是特定条件下功能性的替代品。

（责任编辑：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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